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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1979 年以来，中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整体职能得到长足发展的同

时，各项具体职能之间也呈现出了非均衡发展的状态。前期研究在对这一非均衡状态

进行概括时展现出了一些差异化的观点。通过对两个省级人大常委会成立以来的工作

报告的纵向梳理，结合 31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近三年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本文发现: 中

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变迁呈现出整体增长和局部波动的态势; 在内容分布上表现

出了五项强职能与五项弱职能的明显分化。聚类分析还发现，在同一时期内，各省级人

大常委会之间在职能内容的处理上也呈现出延续性模式和波动性模式的分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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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9 年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各级人大的整体职能都得到了长足发

展。观察者们在认识到这一基本趋势的同时还发现，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变迁呈现出了非均衡

性的态势。这一基本发现无疑有助于提升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理论层次和对话空间，同也有助

于实务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地方各级人大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从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中国的人大制度。
但是，由于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宏观历史分析或局部案例而得出结论，相关判断尚缺少系统

化资料的检验; 与此同时，前期成果也主要由是外在的观察者所得出的结论，还缺少人大系统内

部的行动主体对相关现象的判断。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官方权威资料的解读，来展现行动

者对自身行为的基本总结和判断。这一努力既可以填补前期研究缺少主观视角的缺陷，也可以

通过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的对比来检验前期研究的观点，从而在整体上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中国地方人大的职能变迁模式

由于中国传统政治中并没有代议政治的成分，新中国也是在 1954 年才正式建立起一套以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标志的代议制度，代议机关在中国历史上连续性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地方

各级人大常委会则从 1979 年后才开始逐步设立。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出现都属于新生事物。1979 年后地方各级人大在常委会设立以来出现的新面貌，在学术界引

出的直接反映是: 应该如何从理论上来总结中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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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议会的研究传统中，一般都是通过总结各国议会在立法、监督、代表和政体支持这四

项基本职能的变迁来考察代议机关的职能变迁模式。早期的一些研究还强调，一个国家的代议

机构充分发挥上述职能的前提是代议制度的现代化，而衡量代议制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

是代议机构的自主性程度。① 就是在这个关于中国人大制度早期发展过程中的自主性问题的研

究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基于对整个人大系统的职能变迁模式的考察后认为，对

于初创时期的各级人大而言，追求与相关主体的合作而不是提升自主性才构成其职能重心。这

是因为，初创时期的代议机构，只有通过合作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主性，才能获得实质意义上

的能力提升。② 相反的观点则基于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能变迁模式进行考察后提出，中

国的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经具有足够的自主性，能够同时采用竞争与合作策略而实现自主性

的提升。③ 另外一项研究基于对地方人大的预算监督职能变迁的考察后发现，虽然一些地方人

大在预算监督权的行使方面已经表现出比较有竞争性的特点，但是为了避免不可控制的预算冲

突，地方人大仍然倾向于将这些竞争限制在一种官僚协商的范围之内。④

如果说在自主性问题上的争议还只涉及到具体职能发挥的前提，那么在地方各级人大的具

体职能的变化问题上，学术界同样出现了三种不一致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在大的结构性变化

不出现之前，只要县级以上的各级人大代表不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些层级的人大就不可能发

挥出充分的职能，而在更大程度上只能是党委和政府的“建议者”; 在与同级政府的关系方面，中

国的地方人大并不能起到明显的权力制衡的作用，而更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御史台或都察院一

样，主要对政府的权力不当行使起到“刹车”的作用。⑤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自地方人大常委会设

立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在整体上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在

传统的政体支持功能之外，最为明显的就是立法和监督职能获得了同步发展。在对地方政府和

法院的监督职能方面，地方人大的发展甚至要快于全国人大，只不过相对于立法和监督职能的发

挥而言，代表功能处于相对滞后状态。⑥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即使在目前的选举制度之下，中国

的地方各级人大代表仍然表现出一定的代表功能，只不过这种代表功能主要表现为一种本位主

义式的代表功能。⑦

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要理解中国地方各级人大的职能变迁，显然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人大制度及其实际表现出的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常委会之间的基本关系。有研究发现，前期

的研究过于以人大为中心，没有充分注意到党的人事政策对于地方人大实际职能发挥所产生的

重要影响，例如地方党委书记兼任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比例和模式，都会影响甚至决定地方人

·131·

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变迁: 路径与模式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Nelson W. Polsby，“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U. S. House of Ｒepresentative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Ｒeview，

Vol. 62，No. 1，1968．
Kevin J. O'Brien，“ Chinese People's Congress and Legislative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Early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 27，No. 1，1994．
Ming Xia，“Political Contest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es as Power Players in Chinese
Politics: A Network Explan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 9，No. 24，2000．
Jun Ma and Muhua Lin，“The Power of the Purse of Local People's Congress in China: Controllable Contestation under
Bureaucratic Negotiation”，The China Quarterly，Vol. 223，2015．
Ｒoderick MacFarquhar，“Provincial People's Congress”，The China Quarterly，No. 155，1998．
Yong Nam Cho，Local People's Congresses in China，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pp. 163 － 165．
Melanie Manion，Authoritarian Parochialism: Local Congressional Ｒepresentation in China，The China Quarterly，No. 218，

2014，pp. 311 － 338．



大实际职能的发挥程度。① 新近的研究则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治理框架下，执政党要求人大承担

更为具体的治理功能，为人大选择性地运用法定功能提供了机会; 执政党与人大互动的结果是，

人大的治理功能优先于代表功能; 人大承担具体治理虽然有助于整体效能的提高，但是各级人大

均面临着代表性不足的挑战。②

上述两个方面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了中国地方各级人大职能变迁的主要面相。尽管相关研究

的内部都充满了争议，但是在争议的背后也体现出一些共同的结论: 中国地方各级人大的整体职

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各项具体职能发挥表现出了非均衡的局面。基于这一共同的发现，

我们还需要深化的地方在于: 中国地方人大的哪些职能在经历哪些变化之后获得了更多的发展?

哪些职能的发展则明显滞后? 同时，前期研究要么是基于历史宏观分析，要么是基于微观个案分

析而得出结论，迄今为止都缺乏系统资料的验证。另外，上述结论也主要是学术界作为外在观察

者而得出的结论，尚缺乏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内部的主观认定。本研究试图在一种建构主义的

框架下，以系统的资料来呈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其职能变迁的自我评价，在检验前期研究的

相关发现的同时，通过建构主义与实证研究的对话来进一步推动本领域的研究。

二、研究设计

( 一) 资料来源: 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前期发现出现争议的原因之一在于: 一些成果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大系统，一些成果的资料

则来源于单一层级的地方人大。如果要系统检验前期观点，最为理想的研究对象应该是省级人

大常委会，因为自 1979 年以来，只有省级人大常委会才是权力空间最大的一级地方人大常委会，

其职能表现也才最为完善。
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是在每年召开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上，由省级人大常

委会主任或副主任，代表某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向全体代表所做的工作报告。这一报告的内容主

要包括两个部分: 前期工作的回顾和未来工作的展望。在省级人大的五年任期中，某届人代会的

第一次会议上出现的工作报告主要回顾前五年的工作; 第二至四次会议上的常委会工作报告主

要回顾前一年的工作并展望来年工作。报告在经过全体代表分组讨论提出意见并经过修改之

后，再由全体代表大会正式表决。表决后的工作报告还要通过省级人大常委会以公报的形式对

外发布。因此，作为一份权威性的官方文件，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就是我们观察省级人大

常委会如何进行自我评价的最佳资料。因为只有这份报告才以权威的方式发布，而且将省级人

大常委会的各项工作职能总结得最为完备。只要我们能够对这一权威的文本体现出的各项职能

进行合理分类，并且通过纵横两个方面的比较，就可以看出省级人大常委会职能变迁的纵向轨迹

和横向异同。由于主要目的是职能展现，因此分析的对象主要是对工作回顾进行客观描述的部

分，对未来的展望及各种履职经验和体会被排除在分析的视野之外。如无特别说明，本研究的所

有资料都来自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主页提供的工作报告的文本。
( 二) 变量设置与处理

中国的《地方组织法》明确列举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行使的职权有 1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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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组织法》在明确列举的条款之外还授予了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其他职权。结

合《立法法》和《监督法》，并参考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实际内容，本论文将省级人大常委

会在报告中呈现出的职能区分为 10 项，一共设置了 11 个变量: ( 1 ) 总字数: 报告正文部分涉及

过去一年或五年工作客观描述的总字数; ( 2) 政治学习与宣示: 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文件、阐述

有关基本政策立场的字数; ( 3) 立法: 围绕着地方性法规的制定、修改和批准而展开的各项活动

而形成的文字总数; ( 4) 重大事项决定: 与地方人大常委会的重大事项决定权有关的字数汇总;

( 5) 监督: 围绕着地方“一府一委两院”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承担政治责任而展开活动的报告字数;

( 6) 代表: 为了联系、组织和保障代表活动而展开各种活动的字数; ( 7 ) 自身建设: 对提升地方人

大常委会自身组织和行动能力有关的描述而形成的字数; ( 8) 任免: 对“一府一委两院”相关人员

进行任命、辞职和免职而形成的文字字数; ( 9) 信访: 描述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并开展相关活

动的字数; ( 10) 工作联系和指导: 体现上下级人大之间的工作联系和业务指导而形成的总结字

数; ( 11) 对外交往: 对与其他地方人大常委会或外国议会开展横向交流而加以描述的字数。
按照一般的规律，在单篇报告中如果仅仅按照各项职能的排列顺序的变化，较难测量到各项

职能的重要性程度。因为近年来各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都体现出了基本类似的排序: 政治学

习与宣示、立法、监督、代表、自身建设这五项基本的职能; 对于其他职能，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会

单独排列，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则可能会融入五项基本职能中的某一项之中。在对上述变量进

行具体处理时，基本原则是截取对某一活动的完整描述而形成的字数，而无论相关描述位于哪一

具体部分。
因此，本论文在变量处理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公设是: 除了政治学习与宣示必须放在报告之首

予以重点强调外，省级人大常委会觉得在全体代表大会上越重要的工作，就会用越多的篇幅来报

告和阐述。因此，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使用报告中某一职能部分的字数多少作为该项

职能重要程度的测量指标。这样，就可以通过对某一特定省份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不同职能

的字数多少的历史变化，透视出各项职能的重要性程度的纵向变化; 同时，针对同一年份中两个

省份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中同类职能的比较，以发现各省之间的共同与差异之处。最后，通过各项

职能的分数的加总，还可以提出一个总体指标作为整体判断。考虑到不同单位之间在描述同一

现象时使用字数的标准并不完全一致，文中的横向比较部分将主要用各部分所占比例来测量其

重要性。
( 三) 案例选择

在理想意义上，似乎应该收集到中国的 31 个省级行政区 1979 年以来的所有人大常委会的

工作报告，并经过上述的变量处理之后，才能得出一个完整科学的判断。但是，在各省级人大常

委会的提供历年工作报告的主页上，只有内蒙古自治区和海南省的人大常委会才提供历年工作

报告的完整记录，其他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主页上则只提供了间断性的资料或者近年的完整资料。
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一种建构主义的视角，主要目的在于呈现出省级人大常委会希望向同

级人大代表和公众表达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把能够在各省级人大常委会主页上查阅到的文本，

视为当地人大常委会希望向同级人大代表和公众呈现的内容和案例呈现的自然模式。因此，为

了能够同时考虑到样本的代表性和完备性，本文将首先通过对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这一北一南两个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纵向数据进行观察，以整理出一些初步的发现。
就比较分析的逻辑而言，无论是以地域标准、设立时间的差异还是省级行政区的管理模式( 自治

区与普通省份) 而言，这两个地方人大常委会都可以构成同一个国家内部差异性最大的两个案

例。在通过对两个差异性最大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报告文本进行分析之后，再通过所有 31 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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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最新截面数据来做进一步的验证。一些特别的地方将利用文本中的原

文进行诠释。

三、纵向比较

以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1—2019 年) 和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1993—2019 年) 提供的

工作报告为基础，结合前述的变量处理方式，首先可以展现出两地工作报告中涉及到工作回顾部

分的总字数的变化。图 1 显示出，两地的这一指标都呈现出了类似的变化趋势: 总体数量提升和

特定时间范围内的周期性波动。

图 1 描述工作回顾的总字数随着年份的变化: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党委会与海南省人大常委会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总体数量的提升表明，两地省级人大常委会都试图通过更大的篇幅来向同级人大代表和公

众表述自己的工作。在基本工作职能的数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能解释为需要呈现和细

化的内容更多。同时，从报告内容的实际分布看，周期性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对过

去五年工作进行回顾的容量要大于对过去一年工作的回顾; 二是不同届次的常委会领导班子成

员对报告容量的偏好不完全一致。
图 2 显示，在 1981 年至 2019 年期间，虽然有关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各项职能报告内容

的具体数字都有所变化，但是有五项职能长时段内稳定地在报告中占有较大份量: 监督、立法、政
治学习与宣示、代表、自身建设; 另外五项占有份量较小的职能为: 工作联系与指导、重大事项决

定、任免、信访和对外交流。
图 3 显示，与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非常类似的是，在各项具体职能的年度组合中，海南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监督、立法、政治学习与宣示、代表、自身建设这五项职能在绝大数年

份内都处于优势地位; 工作联系与指导、重大事项决定、任免、信访和对外交流则在长时段内维持

在较低的水平上。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地方立法职能虽然在这两个省级人大常委会成立初期

都稳定地处于最为优势的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而逐步让位于监督职能，监督职能在两地人

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所占的优势地位已经越来越明显。政治学习与宣示虽然随着时间的变化

趋势不是非常平滑，但是在部分年度却会上升到相当高的地位。还需要注意的是，两地数据都显

示，随着时间的延续，五项强职能与五项弱职能之间的裂口在逐渐增大; 在五项强职能内部，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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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各项职能组合的年份变化: 1981—2019 年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图 3 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各项职能组合的年份变化: 1993—2019 年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和监督职能与其他三项职能之间在一段时间内曾经拉开了较大的距离，但是近年来则有收

缩之势。

四、整体状况与横向比较

基于资料的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2017
年至 2019 年的工作报告文本进行分析。首先要报告的是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 31 个省级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用于工作回顾的文本总字数。

表 1 31 个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体现工作回顾的总字数: 2017—2019 年

变量 观察对象 平均字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单位( 个) 93 6445 1599 1519 10300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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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示，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全国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用于工作回顾

的平均字数是 6445。标准差和极差都表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之间及同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不

同年份之间用于工作回顾的报告容易差异较大。因此在比较各项具体职能在报告中的重要性程

度时，不能用绝对数量进行衡量，而需要将其转化为各部分在报告中所占比例。

表 2 各省级人大常委会 10 项基本职能描述在报告中所占比例: 2017—2019 年

变量 对象( 个) 平均值( % ) 标准差 最小值( % ) 最大值( % )

政治学习与宣示 93 16. 99 0. 1066 1. 69 64. 24

地方立法 93 20. 19 0. 0539 4. 03 36. 92

重大事项决定 93 3. 73 0. 0407 0 15. 25

监督 93 25. 67 0. 0714 6. 38 50. 59

代表职能 93 12. 22 0. 0325 5. 39 221. 62

自身建设 93 10. 00 0. 0464 0 21. 47

官员任免 93 1. 88 0. 0159 0 7. 04

信访 93 0. 34 0. 0067 0 4. 59

工作联系与指导 93 4. 49 0. 0388 0 14. 62

对外交流 93 1. 16 0. 0168 0 7. 41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表 2 的数据基本验证了前面的初步发现: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中国的省级人大常委会

的工作报告中呈现出的是五项强职能和五个项弱职能并存的局面。五项强职能为: 政治学习与

宣示、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 五项弱职能为重大事项决定、官员任免、信访、工作联系与指

导和对外交流。表 2 的数据进一步表明，政治学习与宣示、地方立法、监督和代表职能这四项才

是所有工作报告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年份的工作报告中，并不一定会必然出现

自身建设的内容。
如果以平均数作为排列标准，我们可以将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职能内容按照

比例大小排列为: 监督 ( 25. 67% ) 、地方立法 ( 20. 19 ) %、政治学习与宣示 ( 16. 99% ) 、代表

( 12. 22% ) 、自身建设 ( 10% ) 、工作联系与指导 ( 4. 49% ) 、重大事项决定 ( 3. 73% ) 、官员任免

( 1. 88% ) 、对外交流( 1. 16% ) 和信访( 0. 34% ) 。
基于这一验证数据可以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 ( 1) 如果要在比较议会的框架下比较中国省

级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变迁模式，可以认为前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即在可比较的代议机关

四项基本职能中，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和体现政体支持职能的政治学习与宣示职能

要强于代表职能; 即使从省级人大常委会对省级人大代表的联系和履职保障的角度看，代表职能

也要弱于其他三项职能。( 2) 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独特的发展历程中，代表

职能还是要强于另外五项弱职能。代表工作在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的地位比较接近自

身建设，但是份量上要重于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自身建设职能。( 3) 中国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具有

非常强大的政体支持职能。虽然平均而言体现政体支持职能的政治学习与宣示的比例要低于地

方立法和监督职能，但是由于政体支持职能是一项基础性职能，其在所有工作报告中是必不可少

的内容，而且最先在报告中呈现出来。因此，无论是在中外比较还是在对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

能变迁进行比较时，都不宜将政治学习与宣示的有关内容与其他职能置于同等的地位。在进行

具体比较时，需要将政治学习与宣示单列出来，只对其他职能进行平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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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判断，如果我们要在整体综合比较的基础上再对各省之间的差异进行类型分析，就

不宜将政治学习与宣示的有关职能与其他职能平行对待。结合上述图表所展现的中国省级人大

常委会职能内容中所表现出的五项强职能，我们还可以基于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这四项

基本职能的差异，对各省的情况进行聚类分析。
对于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关于职能内容进行聚类，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如果只

对某一年度的报告内容进行聚类，很可能会存在偏差，因为其他年份的职能内容的比例可能会发

生变化。但是，如果以本文所使用的 2017 年至 2019 年的三年数据进行综合聚类，又可能会掩盖

某些特殊年份的独特属性。基于此，本文采用的基本策略是，采用同一个标准，即在对立法、监
督、代表和自身建设四项职能的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以最简单的平均数法进行聚类，将

所有省份在三年中的表现分成三种类型，从而就可以将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的所有省级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职能内容的分布划分为三种类型: ( 1) 稳定型: 三年期间都属于同一类型，

表明前后三届常委会工作报告的风格比较一致; ( 2) 中间型: 在 2017 年至 2019 年期间有两年的

风格比较一致; ( 3) 波动型: 三年期间的风格完全不一致。我们使用平均数聚类，将类型设置为

三类之后，聚类组合之后的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体现中的职能内容分布类型: 2017—2019 年

类型 特征 省和自治区

稳定型 三年报告的风格完全一致，延续性强 内蒙古、安徽、北京、甘肃、广东、广西、贵州、河北、宁夏、青海、西藏

中间型 三年报告中有两年的风格一致
海南、河南、黑龙江、湖北、吉林、江苏、江西、辽宁、山东、山西、陕
西、上海、四川、天津、新疆、云南、浙江、重庆

波动型 三年报告的风格完全不一致，波动性强 福建、湖南

来源: 根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网站提供的工作报告内容自建数据库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采用的聚类的方式是，先把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涉及到某一职

能的报告内容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之后再对三年的情况进行聚类。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

是一种相对数据，即主要排序的标准是以 0 为平均数、1 为标准差之后的相对标准。因此分类的

结果并不表明某一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某一职能内容方面的多少，而主要是为了观察各省级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的风格是否一致。即使被归结为同一个类型，也只是表示这个省份的工作报告

中对某些职能的处理模式比较一致，但并无高低顺序之分。例如，同样是排在稳定型的类型之

中: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特点体现为在 2017—2019 年期间，监督工作和代表工作一直

在报告中占有突出地位;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的特点体现为一直比较突出自身建设的重要性; 北

京市人大常委会的稳定性特征则体现为比较突出立法工作和代表工作的重要性，不太强调自

身建设。
同样可以看到的是，福建省和湖南省虽然都被列入了波动型的类型，但并不排除他们之间也

有某种共同特征。例如，福建省的波动性表现为: 2017 年比较强调立法、监督和代表工作，2018
年则相对同等对待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2019 年则重点突出代表工作; 湖南省人大常委

会的工作报告 2017 年则相对平等对待立法、监督、代表和自身建设四项职能，2018 年则较为忽

视监督工作，2019 年重点突出了代表工作的地位。
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进一步巩固前期研究的结论: 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职能变迁不仅仅

体现为省级人大常委会整体和个体层面上都表现出了强职能与弱职能的分化，同时在特定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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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内还体现为职能内容分布模式上的省际差异。聚类分析的结果还表明，越来越多的省级人大

常委会的工作报告中所体现出的职能内容分布模式已经在呈现出相对稳定的状态。

五、结论、讨论与限制

基于 1979 年中国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以来常委会功能扩张这一基本事实，本

文通过两个数据完整的省级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职能内容的纵向比较，初步发现省级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中呈现出的职能内容体现出了强弱并存和波动性成长的规律; 然后以 31 个省级人大

常委会在 2017—2019 年期间工作报告中职能内容的分析，初步发现并检验了前期研究的结论:

中国的省级人大常委会自我构建的功能形象，与前期研究中所发现的非均衡变迁的结论比较一

致。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除了四项基本职能的非均衡之外，还存在五项强职能与五项弱职能

之间的非均衡变迁，强职能与弱职能的分化已经非常明显; 在强职能中，政体支持、立法和监督职

能要明显强于代表职能，监督职能的突出构成了明显趋势。在相互冲突的观点之中，本文的发现

更支持中国省级人大常委会的政体支持功能而非权力竞争功能，更支持代表弱化而非代表功能

强化的观点。本文的另一个新的发现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在整体上走向扩张的同时，也呈

现出了波动性的特征; 而且，在同一个时段内，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工作表现得更具有延续性，

另外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的功能则更具有波动性。
由于中国的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都采用间接选举，而且都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设立了常

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每年向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就成了学术界观察中国地方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工作状况的宝贵资料。虽然这些报告只构成了解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一个方面

的材料，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报告看成是常委会向代表大会和公众构建自我角色和形象的一种

努力，就完全可以采用诠释学的路径进行研究，以填补前期研究的不足，并通过与其他途径的研

究结论进行印证而从整体上推进中国地方人大的研究。
但是应该警惕的是，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内容也只能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

某些方面的反应。本文所列举的 11 个变量，能够覆盖所有省级人大常委会在绝大多数年份内的

报告内容，但是并不能完全覆盖一些省级人大常委会在某一特定年份的实际工作内容。例如，北

京市人大常委会在 2017 年和 2018 年的工作报告中都用了较大篇幅来说明代表大会的准备和召

集过程，但是在本研究中并没有将其纳入分析。同时，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 2017 年至 2019 年的

报告中也没有出现对外交流的内容，这并不表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此期间没有承担对外交流

职能，只能表明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这三年的报告中没有将有关这些职能的内容呈现出来。至

于报告中出现或没有出现的内容与实践工作之间的差异，还需要通过其他途径收集到的资料做

进一步的验证。

作者: 何俊志，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市，510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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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Population Zhou Ping( 116)…………………………

Abstract: The national is a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ntity construc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population and the state，and it is also a social and political mechanism with foundation signifi-

cance for the modern state and society． After China forming a nation-state issue in modern times，espe-

cially after sta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state，th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subjects into na-

tionals became an indispensable socio-political process，which accompanied all the way and provided

basic support．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the nationalization of the popula-

tion was promoted in a special way，and it provided active social actors for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modernization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out the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cess of

population nationalization，especial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shaped by it，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modern state and its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under this framework are unimaginable． To-

day，China has achieved rapid development in a unique way and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

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o mod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eshaping its own

civilization and entering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it is still a very important social and political

process to further nationalize the population and shape the corresponding nationals．

Key words: modern state;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tion nationalization; national shaping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People's Congresses: Path and Models

He Junzhi( 130)…………………………………………………………………………………

Abstract: China's Provincial level People's Congresses have totally experienced a path of function-

al enlargement but lack of balance． Previous studies have endorsed the functional enlargement but disa-

greed on the lack of balance．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of the longitunal working reports data from two

extreme Provincial level People's Congresses，and combined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data from all Pro-

vincial level People's Congresses'，this article finds that all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People's Congresses

have experienced a path of functional change of overall enlargement and local fluctuation． There has

been a clear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five strong functions and five weak functions． The cluster analysis

further shows that there has been a trend of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continuity model and fluctuation

model．
·951·

Contents，Abstracts and Keywords


